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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萌芽——— 长征中的红军队伍在徽县大地上埋下了革
命的星星火种

  1936年9月7日，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攻克并占领了徽
县，开始了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徽县苏维埃政府
于1936年9月21日成立，辖伏家镇、永宁两个区苏维埃政
府；组织了四个抗日委员会和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成
立了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组织贫苦群众斗争了土豪劣
绅。红二方面军的各项工作，深刻教育和启发了人民群
众。据徽县党组织早期领导人吴治国回忆：“红二方面军
从徽县过境，开展扩红建政。对广大劳苦群众和爱国青年
教育很深，这就在思想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二、破土——— 徽县秘密党组织的建立

  徽县处于甘、陕、川交通要道，西安对其思想和文化影响
较大。县志记载，徽县“商业操于陕西人之手。资本稍大之商
店，号中学徒亦十之七为陕籍。”徽县党组织早期领导人周少
珊、葛维西和吴治国都曾在西安读书，山炯堂曾任西安绥靖
公署杨虎城部少校参谋，周少珊曾在陕西省财政厅工作。
  家境优渥的知识分子。徽县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

在少年时代便离开了故土外出求学。家境优渥似乎是当时徽
县党组织主要领导人的共同背景，在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大
城市经历新式精英教育和革命浪潮的洗礼，为他们在经历短
暂军队生涯后的思想觉醒埋下了伏笔。
  弃职回乡的军人群体。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
加强了对地方军队的控制，地方武装大批裁减人员，催生
出了原本在军队有一定地位但逐渐看不到希望的回乡军人
群体。吴治国回忆：“我1935年分配到胡宗南的骑兵
团……团内派系之间互相倾轧，赌博、抢人、官打兵的事
常有。自此打消了我拼十年混个校官的打算。”
  知识分子之间的积极串联。为了达成组织青年、联合无
产阶级的使命，首先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者。认同或接近马
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同乡就成为了必然选择。他们此前在学
校参与的社会组织以及谈话中所表现出的倾向，成为了识别
“同志”的重要依据。吴治国后来说：“迫蒋抗日的‘双十
二’事变发生，我们从《东方杂志》上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八
大主张……自此我便同山炯堂开始议论政治，产生倾向共产
党的思想和抗日主张。”
  徽县党组织酝酿前期，循着熟人路径无疑是进行秘密活
动的稳妥选择。在大城市接受了先进思想洗礼的返乡军人和
知识分子之间的串联构成了最初的组织框架。这些人的聚合

意味着徽县党组织的成立有了核心依托，而知识分子聚集的
学校刚好对接了组织发展的需求。徽县党组织建立的条件已
经具备，只等一个机遇破土而出。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938年夏，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
长的吴治国与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苏河在兰州西北训练团
受训期间找到了党的组织。11月，吴治国、苏河加入中国共产
党。12月，吴治国返乡后介绍山炯堂、王锐青、周少珊入党，建
立了陇南第一个党小组——— 徽县北街小学党小组。1939年初，
徽县北街小学党支部成立。同年3月，中国共产党徽县委员会
成立。至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徽县和陇南发展起来。

  三、生存——— 在国民党围剿的夹缝中积蓄发展力量

  徽县委成立之时，甘肃省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秘
密组织正面临着内忧外患。1939年5月，国民党甘肃省党
部特务组织多次列出黑名单，监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
士。而在共产党内部，形势也十分严峻。1940年6月，甘
工委书记李铁轮、组织部长罗云鹏等重要领导人被捕，甘
工委遭到毁灭性破坏。全省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中，仅存
靖远、徽县2个县委、10个支部、8个小组、党员136人。6
月，靖远县委也遭破坏，徽县委成为甘肃国统区仅存的县级
党委。年底，中共甘肃工委领导机关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徽
县委同上级完全失去了联系。
  1939年初，甘工委曾先后派魏子义、高健君来徽县协
助工作。重点是以北街小学为中心的县城地区和以伏家镇
小学为中心的伏家镇地区。因而，由知识分子构建成主要
框架，以学校为土壤成长起来的徽县党组织，在早期人员
构成中，文教届占比极高是其显著特点。甘工委在1949年
的报告中称：“徽县知识分子党员比其他县多，估计有
200多人。”
  甘工委遭受重大破坏后，中共徽县委承担了掩护和保
护党的干部的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兰州、榆中等地
不能立足的同志都被调至徽县安插。”1941年2月，兰
州、榆中等地中共秘密党组织负责人张杰、金少伯、张敏
先后来到徽县，徽县委将他们分别安插在泥阳小学、伏家
镇小学和伏家镇镇公所工作。1941年3月，罗扬实来徽
县，县委决定由吴治国以聘任罗扬实为造纸厂会计作掩
护，调高健君、张敏去武都县开展工作。6月，甘肃形势进
一步恶化，徽县已不能保障干部的安全，张杰、金少伯相
继离徽，罗扬实、吴治国回兰州协助甘工委工作。后甘工
委被彻底破坏，罗、吴年底转移至延安。
  1942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吴治国来徽县传达党
的“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政策。
直至1946年1月，徽县党组织和党员按照“精干隐蔽”精
神，灵活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表现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念和高度的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
  一是以学校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赢得社会
拥护和国民党政府信任，教育和启发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甘
工委来徽县指导工作的高健君、魏子义均以学校教员的合法
身份潜伏在学校之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迪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我在北街小学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宣传演出的
节目有这些唱词：‘秋风起，树叶黄，雁门关外雪花扬。我们在
后方，多捐几件棉衣裳，支援他们打东洋。’”马学海回忆道。
  1942年统计的徽县早期38名党员中，来自徽县小学的
学生诸如姚承祖、李如桂、马学海等日后成长为了中共徽县
党组织的骨干，部分学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党组织掌
握着徽县和伏家镇的政府、军事主要领导职务。
  二是按照“精干隐蔽”精神，对在徽党员的“合法”
掩护身份进行调整，团结和争取社会上层人士，保存革命
力量。1942年7月起，徽县委安排党员向国民党徽县县乡
机构内部渗透：周冠军打进国民党县参议会，山炯堂、葛
维西选为县三青团干事，马继良选为县教育局长。徽县党
组织还在当地党、团、军、政各界中，团结争取进步人士
和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
  优渥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身份使徽县早期党组织领导人
得以密织社会关系网络。山炯堂回忆：“由于运用政策灵活，
县长刘中仁向我们表示了妥协，半明半暗地表示了帮助态
度，阻止了特务雷钧阴险恶毒的谋害企图。”山炯堂所说的雷
钧名义上是甘肃省政府派到徽县的汇报秘书，实则执行特务
活动。他向刘中仁报告：“伏家镇中心学校，是共产党活动的
中心。葛维西、吴治国、周冠军和该校校长山炯堂都是共产
党。”刘中仁未予置理。雷钧要求警察局长吴崇德直接行动，
刘中仁向吴崇德表示：“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你若是派给雷钧
一名警察，出去抓一个人，我就以你是问。”
  三是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吸纳和
发展了少数民族党员。徽县委建立之初，吴治国、高健君就
发展了县保安中队长兼东关回民小学校长周冠军入党，党的
组织逐步在回族各阶层中发展壮大。其中，周冠军1945年
在礼县白关坡村回族家中建立的秘密活动联络点，在以后
的5年里成为中共陇南党组织收集和交换情报、争取“非
法”武装和保护人身安全的重要据点。据统计，徽县解放
初期党员登记时，在册回族党员占总人数的20%左右。
  在同上级党组织长期失联并处于国民党疯狂镇压中生
存绝非易事，还能坚守对党的忠诚更是难能可贵。甘肃党组
织的报告中所描述山炯堂的表现，尤为让人印象深刻。抗战
后期，徽县党组织早期领导人“生活很苦了，家里都走向破

产。”但面对党组织决定“山炯堂出任乡镇长”的任命时，他认
为是不光荣的。“县长一再叫他当教育科长，他总借口伏家镇
学校没人，不去”，即使“县长答应科长仍兼校长，距城三十
里，用电话指挥”，他还是不去，这种执拗曾一度使其生活和
工作举步维艰，被上级党组织批评为“清高思想严重”，但无
可否认，报告中依然评价其为“真正好党员”。

  四、斗争——— 革命力量向各县的延伸和武装斗争

  即使生存是徽县党组织的第一要务，但基于党的性质，
斗争仍然是无可回避的主要课题。
  早期徽县党组织领导的斗争，几乎都是基于民众利
益，间接打击和制衡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提升自身威望的。
甘工委1942年《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中提到甘肃
在党发动下进行的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三次，均发生在徽
县：八战区派委员到伏家镇征收军粮，因向老百姓勒索金
钱及大烟，引起众怒，党遂借此鼓动群众殴打之，该委员
虽诬赖凶手为共产党，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贪污；八战区
向徽县购粮2万石，正值缺粮时节，党遂发动农民百余人申
请少购缓购，同时经过上层关系的疏通，遂得现购1万石，
下剩等秋至秋后再购；省建设厅徽县酒精厂的工人打死了
一个农民，党遂发动农民百余人向县长控告，该厅赔偿抚
恤费三百元，并保证同类事件不再发生。
  未被甘工委提及的，徽县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斗争还有
多次。1939年春，山炯堂领导师生进行反对贪污抗日捐
款、摊派苛捐杂税的斗争；1940年7月，国民党士兵抢夺
群众财物，周冠军带领高年级学生和群众保护了群众财
产；曾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的反共顽固分子、被毛泽东称为
“摩擦专家”的张荫梧，带其“四存中学”来徽县并兼任
徽县师范校长，1945年初，徽县委派姚承祖、石泽等到师
范协同葛维西领导师生进行抵制张荫梧的斗争。
  1946年3月，徽县委恢复了同甘工委的联系后，西北
局、甘工委先后派出高健君、司国权、苏星协助徽县委
“开展以陇南为重点的武装工作。”徽县党组织发展军事
力量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对国民党“合法”武装的利
用——— 指派党员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发展党员，逐步掌
握国民党武装。党员张力冲、阎汝昌打入伏家镇镇公所，
分别任镇长和主任干事，在镇公所发展党员7人，全盘掌握
了该镇武装力量。二是教育改造“非法”武装。相继教育
改造土匪贾德有及原马尚智残部等，使其为党组织效力。
三是直接创建武装力量。1946年，吴岳、司国权在北山榆
树发展党员，并自筹资金配备了枪支。到1948年7月，徽
县党组织领导和指挥下的武装力量达数百人。

  这些武装力量除直接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外，还为党组织
筹集了相当的经费，“每战皆捷，陇南地下党的经费除一部分
为甘肃工委供给外，一半靠打汽车，打恶霸得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政权实行的镇压和屠杀越
发残酷。国民党新任徽县县长胡晋一将伏家镇划为“匪区”，
悬赏捉拿吴治国、山炯堂、葛维西等人，并主导了对伏家镇地
区的两次“围剿”。第一次是1949年7月，胡晋一联合特务队
长率百余人对伏家镇进行重点“围剿”，因游击队事先闻讯转
移而未能得逞。第二次是同年8月24日，胡晋一同国民党第
一军军长陈鞠旅策划，派700余人对伏家镇、协和乡进行“围
剿”，在协和乡郇家庄同葛维西带领的游击小分队展开激战。
在两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在伏家镇、榆树乡一带驻扎
军警镇压，在全县各地建立特务组织，实行3哨3查（地步哨、
盘查哨、通讯哨，早查、午查、晚查），企图围困游击队。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可阻挡，人民群众因痛恨国
民党统治而爆发的力量更不容小觑。徽县各地党员和群众
冒着生命危险，将物资背送到游击队隐蔽地，使游击队坚
持与敌周旋达两月之久。此外，广大人民群众为迎接解
放，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筹集支前物资、抢修公路桥
梁、保护公共财产。国民党县政府武装组织也纷纷投诚起
义。1949年12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县城，宣告了
徽县的解放。
  结语：徽县秘密党组织根植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端
不平衡、农民饱受压迫和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土
壤，其斗争依赖于党的有力领导、徽县党组织对政策的灵
活执行、相当力量武装的存在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除徽县
本土党员外，自1939年起，西北局、甘工委等上级党组织先
后派魏子义、高健君、张杰、金少伯、林亦青、司国权、苏星、吴
岳、高伯峰、余凯、吴建威来徽协助工作、发展组织、筹建武
装、迎接解放，徽县党组织生存的成功和斗争的胜利是来自
五湖四海的忠诚党员互相支援、共同作战的成果。即使上
述部分优秀党员牺牲在了黎明前夜，但经过十年多的艰苦
斗争，徽县党组织和徽县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光辉日出。

生存与斗争：徽县秘密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徽县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甘肃省国民党统治区

唯一没有被破坏过的、持续坚持革命斗争的县一级党委。从1938年陇南

中共第一个党小组在徽县成立，直至1949年12月陇南地区全境解放，徽

县秘密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灵活执行党的各项政

策、保护了一批党的骨干力量并英勇开展武装斗争，在长达十一年严

峻的斗争形势和国民党疯狂镇压的白色恐怖下，徽县各级秘密党组织

无一受到破坏、党员无一人叛变。徽县秘密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为陇南

乃至整个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徽县党组织早期主要领导人背景情况表

● 张 昕

1942年徽县党员名册（共38人）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科）


